
一、问题的提出：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
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

科领域，其基本任务是防治环境灾疫，重建环境生态，以实现“自然、生命、
人”的合生存在和“环境、社会、人”的共生生存[1]。环境治理不仅依赖于自然
科学以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需通过符号行为及其实践理解人类的行为，因为
“如果人们对于符号机制对自然在不同文化中的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缺乏理解的
话，就不大可能解决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无法在自然中为文化找到稳定的
位置”[2]。于此，环境治理问题就聚焦到符号实践上。

（一） 环境元治理： 自反性视角

环境治理可以被定义为“治理机构或其组合为缓解公认的环境困境所做的努
力”[3]；也指政治行为者影响环境行动和结果的一系列监管过程、机制和组织，
其关键是制度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塑造身份、行动和结果[4]。
传统环境治理的焦点在于对环境问题产生的物质源头的治理，而现代环境治理的
焦点则在于对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治理[5]。尽管人们对适合不
同治理对象的制度设计问题很感兴趣，但治理理论家却很少关注治理主体及其价
值观的改革[6]。而通常的治理研究往往侧重于有关具体问题的集体决策或目标实
现问题，而很少追问这些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和话语中被构建的[7]。正是通过词语、
视觉、姿态等符号化方式就环境问题进行讨论、争论或质疑，环境治理的“公众”
（public） 就形成了，也便形成了有关环境传播的公共领域[8]。

福柯主义者（Foucaultist） 感兴趣的是权力和知识在塑造社会行动者属性、
能力和身份上的角色问题，以及在自反性治理的背景下如何使其能够自我管理和
自我转变[9]。有效治理必须培养起反思和重新平衡各种模式组合的能力，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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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国家和民间社会界面存在的挑战或机遇的
变化[10]。面对治理失败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元
治理”（meta- governance） 概念，以处理关于治理
的治理问题。它不仅涉及制度设计，还涉及主体
和文化的转型，涉及到对一系列复杂的自反性社
会实践以及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治理，
以形成基于特定时空固件而成的话语和制度框架[11]。
根据研究者的梳理，元治理通常包括四种理想类
型：网络元治理（network meta- governance）、多层
次元治理 （multilevel meta- governance）、多样化元
治理 （meta- governance of multiplicity） 及模型元治
理 （meta- governance of modes） [12]。作为一种自反
性的组织或实践，元治理的特征在根本上有别于
基于市场的交换性和基于权力的强制性，它体现
为环境治理的底层性、协调性、文化性和批判性。
（二） 元符号推演：环境元治理的动力
元治理的自反性和批判性如何获得？它必须

依赖于元符号，借助元符号才能不断推进治理机
制与治理逻辑的深度重构，以实现善治。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认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但
是实验证明，动物也是可以使用符号的，甚至电
脑也有符号能力。只有人类具有“符号升级”
（symbolic ascent） 的能力，它能够通过符号去推进
符号，获得反思的能力，毋宁说“人是使用元符
号的动物 (animal metasymbolicum) ” [13]。洛特曼
（Lotman, Y. M.） 认为“元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是
文本，而是文本的模式，是模式的模式”[14]，它是
不断推进人类认知的过程。符号化治理实际上就
是通过符号不断推进反思，以此在深层维度重建
治理模式，并将治理模式建构在坚实的现实、模
式以及文化之上。

学术界曾提出“象征治理”“话语治理”“治理
的符号实践”等概念，但尚未将符号治理作为一
种系统的理论路径提出来。索蒂里亚·格雷克根据
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 概念而提出了“象征
治理”（symbolic governance） 的概念 [15]，认为度量
标准 （metrics） 作为一种象征治理的全球测量工
具，不仅指导政策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而且还指
导生产者和接受者，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为
象征资本能够赋予拥有它的行动者以“创造世界”

的权力 [16]。“话语治理”（discursive governance） 在
本质上指的则是以政治语言中的叙事、主题和策
略隐喻为基础的隐性治理机制，以及随后使用这
些语言来插入思想的政策框架，以根据政治当局的
意愿影响公共领域内的政治和社会表征[17]。米歇尔·
拉扎尔则从“治理的符号实践”（semiotic practices
of governance） 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新加坡国家礼
貌运动中的符号实践如何促进了国家的治理，发
现礼貌性的符号风格转变使声音软化，使人际关
系不再生硬，以及文本投射的社会关系和身份促
进了彼此的和谐[18]。上述治理路径实际上是以个案
的方式在文化象征、话语实践和符号实践等三个
维度展开的，而尚未建立起符号化治理的理论框
架。
（三） 环境治理：符号化方法
环境治理常被置于话语角度进行讨论，即如

何针对环境治理的问题进行言说，比如中国政府
环境治理话语在不同时代在沟通、动员、教育、
凝聚共识等方面如何引领环境传播格局，并深刻
影响环境治理的实践及其效果的；它侧重于提取
政策的核心规范及其社会诠释的意义体系，并以
此为枢纽探究行动者的观念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
动关系[19]。环境话语也是以多模态环境符号进行的
意义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和环境事件进行建构
与被建构的循环实践，它包括文本表征、意义争
夺和社会建构三个层面。已有研究的主要焦点在
于话语的策略改造和隐性规训效果，它也关注如
何通过话语进行社会和意识形态分析，却怠于分
析调停社会风险和解决环境问题[20]。

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依靠的是元符号对所
指的不断推进，它可对应于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
无限衍义 （infinite semiosis），以最终接近“对象”
（object）。在皮尔斯看来，符号过程（semiosis） 包
括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 和解释
项（interpretant） 三元关系。符号治理即涉及符号
表征（representation）、对象指称（reference） 及主
体解释问题，并以此带出话语修辞与意识形态问
题。比如“绿色”作为一种颜色的指称，也具有
象征性的环保意义，而当它被商业或者资本操纵
以实现“漂绿”（greenwashing） 之时，它就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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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修辞问题，并给指称的真实性带来了威胁，
因而相关的伦理审视、修辞批评及政府规制就显
示了对于“漂绿”话语的警惕[21]。而且，中国官方
和民间的绿色话语体系尚未接轨，如何将诸多利
益相关者导入绿色公共领域将是破解环境困局的
关键[22]，对此必须仰赖于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 的共识，形成某种象征符号形态。工
业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始终需要一种基于“自我对
抗”的“自反性”(reflexivity） 符号实践，即公开
论争和民主审议，如此才能促成一种“自反性制
度安排”[23]，即通过符号实践推进元治理。因而，
符号化治理（Semiotizing Governance） 是基于符号
实践（semiosis） 而展开的治理模式，由此，表征、
修辞以及意识形态等符号力量得以被应用到治理
实践中来。

综上所述，环境元治理通过元符号或者解释
不断加以推进，如此才能克服治理失败的问题，
从而获得更加完善的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追问
的是：环境问题的符号化治理体系如何建构？它
展现于符号的哪些维度？其具体治理路径为何？

二、环境议题生成的符号化机制
环境何以成为问题或者议题？符号是环境问

题的底层逻辑：“当我们通过无数的符号、文字、
图像和表述来了解自然界时，我们的传播（作为
一种象征行为） 积极地塑造着我们的感知”[24]。首
先，符号将环境表述为问题或议题；其次，符号
展现了环境中主体的不同立场；最后，符号蕴含
了丰富的环境观念、价值或文化。因而，环境问
题的符号化过程就展现为符号表征、符号修辞和
元符号三个层面，并在知识或制度层面将其加以
体系化。
（一） 环境问题的表征：符号生产与认知重塑
环境问题或议题被符号所表征，其治理实践

才能启动。符号表征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1） 对
人、事、物等对象进行道说的反映论；（2） 展现表
达者内心的想法的意向性；（3） 通过符号系统建
构文化的构成主义[25]。这可与上述皮尔斯的理论相
对照，并围绕符号三维而展开：反映论处理的是
环境客体问题；意向性处理的是环境主体问题；

构成主义处理的是环境文化问题。
首先，就反映论而言，符号将环境表征为问

题或议题。（1） 环境借助符号以实现命名，以抓住
环境问题的核心要素。比如温室气体（GHGGreen-
house Gas） 实际上包括了水蒸气、臭氧以及数量众
多的化学气体，但是其命名则强调了与地球变暖
的联系，使其获得了一种可感知的维度。（2） 符号
抓住决定性瞬间以使环境问题得以可见。2010年
美国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
造成的危害如何？直到石油从破损的井口冲入海
水的录像被公布后，公众才真正受到震撼。（3） 凝
缩图像将环境问题置于象征性意象之上。凝缩符
号 （condensation symbol） 能将“强烈的情绪、记
忆或关于某事或状况的焦虑”加以符号化[26]，比如
将北极熊作为北极的凝缩意象以展开气候变暖的
叙事。

其次，就意向性而言，符号通过焦点、角度、
框架等彰显主体的动机 （motive）。（1） 焦点反映
主体的目光所向或价值取向，比如排污企业常倾
向于征用所谓环境“标准”以解脱，而环保组织
则倾向于呈现飞鸟死亡的环境惨状以打动人心。
（2） 角度则体现主体的社会位置。比如仰视、俯
视、平视等角度分别展现着主体欣赏、贬斥以及
平等的态度。（3） 符号框架体现主体的认知模式，
它是无法有意识地访问而只能通过结果来推断的
认知结构[27]，比如对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议，诺贝尔
奖获得者的公开信 （2016 年） 采取了科学框架，
而绿色和平组织的回信则采取了规范框架[28]。

再次，就构成主义而言，符号建构了环境的
文化意义。在索绪尔看来，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
的关系连接依靠的是文化所积累的“社会事实”，
其意义也依靠符号结构系统；在皮尔斯看来，符
号的意指关系不仅涉及像似、指示、规约，而且
涉及观念、信念、习惯或规则；詹姆斯·凯瑞也认
为每种符号都有两种不同的特征：替代性 （dis-
placement） 和生产性 （productivity），即符号能够
指称对象并建构现实。因此，符号化不是一种纯
然客观的表征，而是充满着深厚的个体、社会或
文化脉络，环境治理即通过符号而实现对思想或
文化的治理，比如西方常将环境治理视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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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而中国则基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众生平等”等人与自然的沟通方式而建构的“以
中国为方法”的环境话语[29]。
（二） 环境问题的争议：修辞动机与意义争夺
在环境问题中，主体间基于利益的冲突显而

易见，但背后的意义冲突及其思维机制则隐而不
彰，此即修辞动机，它是基于对某些不一致或者
冲突的刺激的典型模式所作的粗略简述[30]。就物理
学而言，机械性关系是一种“因 - 果或刺激 - 反
应”关系，而人类关系则是一种符号象征关系，
人类关系须通过符号才能认知。只有通过对修辞
动机及其意义争夺的考察，才能把握环境符号化的
争议点所在，为环境符号的施事性（performative）
奠定修辞逻辑。

首先，环境符号要素配对建构主体的修辞动
机。动机并不是纯粹心理的，而是符号性的，是
体现在符号要素配对当中的。肯尼斯·伯克（Ken-
neth Burke） 在对行为情景（situation） 思考的基础
上，提出了修辞动机分析的戏剧五要素理论，即
通过施事者（Agent）、行动（act）、场景（scene）、
方法 （Agency） 和目的 （Purpose） 等五要素进行
配对分析，以把握修辞动机。因为在一个行为事
件中，往往需要一个描述行为的词，还有描述场
景的词，并表明哪种人是行为的执行者，使用什
么方法或工具，以及目的是什么[31]。五要素以不同
的方式两两组合，便可形成十个基本关系对子，
不同顺序的对子构成不同的因果关系，最终形成
不同的动机阐释。假如将环境问题的符号化作为
一个“事件”，它便包括上述五个要素，对其两两
配对关系的分析，即可获致其中的动机脉络，而
对其中不同动机间关系的考察，便能建构起相应
的治理路径。

其次，符号争议点的转移体现了环境意义的
争夺。环境问题的争议，并不止停留在一个争议
点上，而是会经历不同争议点的转移，形成不同
意义争夺的博弈关系。根据赫尔玛格拉斯 （Her-
magoras） 的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争议点是
修辞构筑的起点，它是论点、论据得以展开的基
础。争议点常按照顺序分别在“事实”“定义”
“品质”和“程序”之间，为修辞争议确立说服的

方向。环境符号总是面临事实亦即真相如何的争
议，比如污染是否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
但是也可以提供不同的事实加以证伪或者证实；
即使污染事实毫无争议，也可通过“定义”重新
界定事件的性质，将其解释为经济或社会发展不
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定义无法解决争议，也可通
过“品质”论证其行为的正义性，将行为解释为
“善良动机”；上述努力皆不奏效，也可在管理规
范、符合标准等“程序”维度论证获得其合法性。
事件的不同主体往往停留在争议点的不同位置，
而何种争议点获得竞争优势，则与社会舆论、社
会共识和法治规范密切相关，于此即可把握环境
治理的舆论、价值及法律逻辑。

再次，环境科学始终充满修辞性。在现代社会
中，科学作为最高理性曾经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获得了一种象征合法性（symbolic legitimacy） [32]；而
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就担心“技术民主
化”（technocracy） 的问题即仅靠专家治国。但在
环境争议当中，直接利益相关者并不是基于信任
而服从的，而是期待可靠的证据，科学往往难以
提供结论性或者完整的证据。环境问题也充斥着
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环境科学的“平均而言”
解决不了个别的伤害问题，更解决不了影响的因
果性以及累积性的问题[33]。科学在试图解决环境风
险的同时，往往会导致难以预测的风险，这是一
个自反性的过程。环境治理的冲突不可避免，其
权威并不确定，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主化的
修辞过程。
（三） 环境议题的权力：元符号与意识形态
环境议题常常被种族修辞所包装，形成某种

环境种族歧视（environmental injustice） 议题[34]，并
在其身份、种族、正义等问题上建构了丰富的内
涵。另外，环境议题还包含殖民、性别、阶级、
地域等权力关系，呈现为相应的象征权力 （sym-
bolic power），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宏
大的社会运动。

首先，意识形态是通过元符号而获得其含蓄
意指的。按照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的理
论，符号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是直接意指（de-
notation），第二层是含蓄意指(connotation)；含蓄意

专题：环境传播 《新闻界》 ISSN1007- 2438 2022 年第 10 期

36



指的自然化（或隐蔽性），依靠的是直接意指的现
实性或者日常化。比如“黄河母亲”作为含蓄意
指，就利用了“母亲”的天然血缘与情感纽带，
它对于黄河的保护即获得了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的
伦理特质，有助于召唤起环境保护的深层情感。
“母亲”作为一种具有血缘、生活、情感等丰富内
涵的能指，是“黄河”的涵指项 （connotateurs），
它“最终永远是不连续的、‘不规则’的记号，这
些记号被传递它们的直指的信息自然化了”[35]。在
此，“母亲”与“黄河”就形成一种隐喻关系。而
涵指的所指则是意识形态，它同文化、知识、历
史等密切相通，使外在世界得以渗入符号系统当
中。当“黄河”符号的内涵（所指） 被“母亲”符
号（能指和所指） 所阐释，“母亲”成了“黄河”
的元语言，在身份、体验、伦理、文化等维度诉
说着黄河的环境意义。

其次，符号必须在环境实践的“市场”中获
得某种“价格”。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认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使语言脱离了与实践的联系，
将语言置于一种纯粹结构和形式分析的维度，剥
夺了它的实践功用和政治功用[36]。实际上，语言交
流总是充满着权威的言说者和认可这一权威的听
众之间的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
网，并且充满着现实的制度、文化、资本等综合
性现实。可以说，语言的权威来自于外部，它的
“价格”来自于“语言交换市场”（场域）。每一次
言语交流都会涉及相关资本的不均衡分配，不同
群体进入语言合法渠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就形
成了一种充满实践感的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
比如中国 NGO的绿色话语“缺乏西方辩论的传统
和活跃的政治讨论；其重心是从文化层面督促公
众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与传统的关系，自己的
生活方式以及伦理道德”[37]，因而中国式的环境治
理便是以呼唤而非抗争的方式展开的。

再次，知识通过话语使权力得以分配。知识
与权力并不是对立的，两者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
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
识。”[38]当知识通过符号进入到社会实践当中，它
就通过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等方式对

实践进行规范，成为一种可以干预现实的话语。
通过监视、检查、裁决、惩罚等方式，知识还被
权力所言说和运用，对现实产生物质性影响。比
如当“绿色”符号成为主流环境话语，它便获得
了知识权力，成为衡量国家承担国际义务和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尺。但是统一的标尺掩盖了不
平等的事实：它形成了一套衡量国家发展的新知
识和指标体系，反过来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道义上
的约束力。比如二战后美国率先提出了“债务换
取自然”（Debt for Nature Swap，DNS） 构想，试图
通过减免第三世界的部分债务以换取他们对热带
森林的保护，于此，美国便成功地将第三世界国
家的政治、经济与自身捆绑在一起，以从中获取
诸多好处[39]。

三、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路径
如上所述，环境表征是一个认知问题；环境

修辞是一个主体间问题；环境话语是一个权力问
题。在环境表征中，符号实践的目的是将环境问
题加以更好地呈现，以让环境问题获得科学、规
范、公正的处理，此即符号规范的“正名”问题。
在环境修辞中，主体往往处于不同的动机位置，
并在利益、价值、观念等层面展现出相应的矛盾
或冲突，符号治理的目标即是通过修辞实现对争
议的处置。在环境话语中，环境问题往往展现为
对于知识的征用，并通过知识携带出某种特定的
权力关系，它处理的是意识形态问题。据此，环
境符号化治理的对象就可分别概述为：对符号的
治理、对争议的治理和对意识的治理。
（一） 符号正名路径：环境命名的公共性
中国古人对于符号治理的问题格外敏感，孔

子曾经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正名”理论，他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
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其核心即通过修身而
实现“正名”。荀子在其《正名》篇中则强调王者
的制名，即在国家层面实现符号的规范化；名家
和墨家对于“名”的谈论则具有很强的思辨性，
以通过知识论或逻辑学的路径解决“正名”的问
题；法家以及黄老道家形成了以刑名法术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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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名责实”的规范论，“正名”成为一个制度
问题。于此，“正名”问题的解决路径就包括了修
养路径、逻辑路径和制度路径。

首先，环境治理需要在认知层面解决符号感
知的公共性问题。符号总带着某种主体的修辞动
机，其表征面临私人性问题。据维特根斯坦的说
法，私人语言是只有说话人知道而其他人不能理
解的语言[40]，它是对语言“游戏规则”的偏离。符
号不仅只有语言，而且还有图像、行为、仪式等
象征形态，它们是否仍然还有坚实的“游戏规则”
呢？图像更多是在感知层面展开，具有很多无法
共享的部分，因而常“被卷入多元和冲突性的话
语激流当中”，构成了“一个政治得以发生的语
境”[41]。在此，符号意义的呈现并不是一个绝对私
人还是绝对公共的问题，而是总在两个端点之间
滑动。就环境问题而言，当事人往往具有切肤之
疼，但是这种感知能否被官方或者大众所共享，
则必须考虑到符号公共性问题，因而公共利益与
私人利益的调适与对话就成为公共修辞的关键[42]。
比如美国“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如
果石油泄露入海的录像从未公布，它便只能停留
在个体经验层面，无法被公众所感知；而“大海”
也因其污染覆盖面而具有世界性公共潜力。

其次，环境治理需要在逻辑层面解决符号表
征的真实性问题。符号是可以说谎的，也常具有
一种自我指涉性 （self- reference），存在一种意义
内部循环而远离指涉对象的倾向。如果网上信访
治理只是给予信访人以符号意义上的满足，以象
征性的及时办理和快速回复掩盖实际问题，便不
能真正响应信访人提出的问题，而且冷冰冰的符
号化回应也难以真正安抚其中的社会情绪[43]。图像
符号与对象存在深度的物质、时空及形象上的逻
辑关联，具有一定的证据效力，同时也具有深刻的
视觉语法或视觉话语[44]，当它将有冲击力的环境污
染画面呈现出来，便能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为环
境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语言意象也具有动人
社会动员力量，比如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将环境问题提升为人类重要命
题，某种程度上即仰赖于描述了鸟儿不再歌唱、
鱼儿不再跳跃、生命不再繁衍等文化意象，从而

将杀虫剂（DDT） 的潜在危害形象地表达出来。
再次，环境治理需要解决符号表征的制度性

问题。符号表征不能仅停留在个案上，还需要建
构一套制度性规范，以使个案符号获得系统性文
化后果及制度性治理效能。话语制度主义认为，
一种话语要在竞争中获得霸权地位：首先，概念
必须被大多数人接受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
实现“话语结构化”；其次，话语必须被转化为公
共政策、制度安排和组织实践，实现“话语制度
化”[45]。比如 PM2.5作为一种标准化符号，在中国
就经历了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 PM2.5 的测定与研究，
但直到 2011年，公众才所广泛知晓这一概念，起
因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则涉及 PM2.5监测
数据的天气预报微博。此事引起了网络舆论和媒
体的极大关注，卫生专家、气象专家也参与其
中，纷纷主张将 PM2.5纳入监测指标体系。虽然
北京环保局将其斥为“不科学”，另一些官方话语
也以“技术不成熟”“影响招商引资”等为由加以
拒绝[46]，但是公众逐渐取得共识。最终在国家转变
发展理念的“元话语”支撑下，PM2.5概念被写入
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成为环境治理的
一种制度性话语，使得“原本极度抽象的污染问
题瞬间变成了普通公众都可以轻易把握的数字游
戏”[47]。
（二） 修辞论辩路径：议题协商与合法性
环境治理最显著的障碍是立场差异所导致的

议题冲突，它涉及管理、利益、发展、阶级、种
族、性别等话语所导致的冲突。环境治理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征用符号资本以建构合法性的过程，
而“符号资本是成功地通过利用其他资本而获得
的”，任何资本一旦被广泛地看到和承认，就会变
得具有象征意义，其他资本只有获得符号的承认
才能获得特定的象征效力[48]。因而，修辞论辩成功
的关键就在于使得符号被承认以形成象征资本，
并征用已有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实现合
法性的建构。

首先，国家是“象征资本的中央银行”[49]，它
可以在环境治理中运用其制度性资源，将优势的
修辞话语上升为制度性话语，实现与社会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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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话。如上所述，环境治理很大程度是一个科
学问题，但也是一个修辞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在上述关于 PM2.5的修辞争论中，起初的官
方话语及其所征用的科学话语，就面临着公众的
直观感知（雾霾）、美国的监测标准、其他专家的
科学话语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元话语等话语形态的
压迫力。可见，在公共场域中，官方话语也不必
非定于一尊，而是需要不断地经受公共性论辩的
检验，进行必要的更正、补救或者放弃，以获得
更多舆论的支持。国家始终在不断靠近公共性话
语，并最终在程序和制度上形成基于国家象征资
本的规范性话语。

其次，反话语通过否定性的元符号推进环境
元治理的辩证展开。如上所述，环境治理总面临
着失败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元符号加以解释、
论辩和推进，以实现更加深层的环境元治理。反
话语（anti- discourse） 作为对主流话语的反对、反
抗或反叛，是修辞辩证法的另外一端，它始终在
打破（否定） 环境治理的现状，以进一步触及环
境治理的更深层问题。反话语通过不断地发明意
指概念、建构凝缩图像、展开话语勾连等方式，
即将隐藏的环境问题变得可见或可说，将其形塑
成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符号意象。反话语还通过
各种静坐、游行、示威、串联，甚至暴力破坏、
行为艺术等方式，展现一种现实的抗争力量，并
通过社会运动形成独特的替代性公共领域，以与
主流话语公共领域相抗衡，使环境治理通过元符
号运作得以辩证地推进。

再次，环境治理需要对多元主体的修辞意图
进行整合，以寻找最大公约数而达成共识。哈贝
马斯意识到，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是
一种独白性的“理性”，都有一种对生活世界进行
殖民的倾向，因而他主张通过交往理性（commu-
nicative rationality） 以达到彼此的理解而实现认同。
理解的达成必须以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
正确性的言语有效性条件为基础，因为“一个交
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
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
情形下，才是可能的”[50]。环境治理中的邻避效应
（Not in My Backyard，NIMBY） 问题实际上是基于

日常生活的直接感知而产生的，因而其治理效能
的实现不能仅采取远离日常生活的宏大论证，不
能只停留在公共修辞的层面，而是必须考虑到各
种利益、情感、价值、规范等具体差异，采用综
合性的修辞方式，才能在具体而微的交往理性中
实现环境治理。
（三） 话语建构路径：权力的自然化策略
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建构的策略，它往往能

够将权力、资本、文化等加以自然化，使大众在
一种自然状态中接受权力所施加的观念影响。话
语常常与知识、真理、监视、检查等结合在一起
对现实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话语即是一种实践
或者事件；权力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弥散在社会
的毛细血管中，它不仅只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性，
而且还具有积极的社会建构功能，其核心机制即
为话语实践。环境治理总是面临各种权力的博弈，
工业主义话语、绿色话语、阶级话语、性别话语
等所体现的权力趋向千差万别，而环境治理则需
要在这诸多话语形态中处理权力冲突的问题，以
使某种主流话语获得一种自然化的存在状态，或
者使另一种自然化的存在状态被揭示，以推进环
境秩序的重构。

首先，环境治理的根本在于善治理念的重塑。
这就需要在符号维度获得对于某种环保理念的理
想认知，并且利用某些文化的模型、观念及话语
加以建构，以让环境治理理念获得相应的思想传
统。其理念就包括：处理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
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人与人和谐共处。
可持续运动即是在社会发展的维度对环境问题进
行某种矫正，将看问题的时间视角拉长，以克服
社会发展的短视问题。这与中国文化反对竭泽而
渔的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一种兼顾了社会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理念。而荒野保护运动则将自然
视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认为自然具有景观、学习
和休闲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则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获得“天 - 地 - 人”三
才的共生视野。环境正义运动则依托在种族话语、
阶级话语以及民族国家话语之上，试图处理的是
在环境治理中的种族、阶级和国家之间的正义问
题，是在社会维度上进行的环境符号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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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环境治理还需要对某些陈旧理念进行
批判，以揭示权力的隐秘逻辑。旧的环境观念并
不会自动退场，它总是依附在一系列话语实践当
中，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隐秘存在物。经济逻辑
是主宰现代社会的核心认知模式，它已经作为一
种隐喻弥散到了一切认知当中，成为人们进行环
境治理的潜在思维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是对工业主义话语的有力纠偏，它所倡导的
生态文明理念成为重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话语
引擎，也是对于生态原教旨主义的一种隐喻式反
驳，其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如果只将
环境治理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来理解，看不到自然
与人类的生命、审美、文化、健康等维度的关系，
“两山理论”的“经济逻辑”便会导致其走向反
面。环境治理中的权力问题常常隐藏在符号的深
处，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将其揭示。

再次，符号批判不能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还
必须进入到实践场域之中。马克思说“批判的武
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1]，社会的进步既需
要批判的理论，也需要将理论转化为人的思想并
作用于实践。环境的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生态
帝国主义等运动，都在试图通过理论批判及现实
抗争的方式，以促进认知并施加压力，从而推进
问题的解决。它还需要通过行政化、市场化以及
法制化的方式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使环境治理
的各种复杂关系或者问题获得一种体制性的解决。
体制性方案只有依赖于概念、隐喻、话语等符号
的支撑，才能被社会所理解、认知、交流、实施
及推进，并获得国家机器的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环境治理的符号化方法论
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社

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其核心是人的观念，环境治
理即是经由观念而治理。人与自然处于何种关系，
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中是千差万别的：自然可以作
为征服的对象，可以作为恐惧的荒野，可以作为
生存的背景，也可以作为共生的存在。如果将自
然转化为句子成分，则可将自然“对象”视为
“宾语”，“荒野”视为“未知”，“背景”视为状语，
而“共生”视为共在的“主语”。在此，人与自然

的关系，就可以被捕捉为句子的语法关系，而通
过语法分析即能获知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模型。

符号背后总有主体动机的存在，它也是实现
某种意图的修辞工具。最好的修辞是自然化的，
是不留痕迹地通过隐喻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建构的，
修辞治理的任务之一即是对修辞隐喻机制的揭示。
如此，修辞即得以洞察既有环境观念的秘密，获
得改造顽固观念的认识路径。对于修辞动机的掌
握，也有助于把握环境问题的意义脉络，获得有
的放矢、富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另外，不同修
辞动机之间还存在一系列冲突或博弈关系，在舆
论中征用不同的力量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主体
也可通过修辞性的对话以形成共识，获得一种公
共性的视野，将其转化为制度性安排，最终将修
辞实践转化为治理效能。

环境话语不是一种纯形式层的符号，而是活
生生的环境实践，它通过话语分配、博弈及交换，
社会实践得以有序进行。话语的维系又依赖于一
整套知识体系、管理体系及法律体系，它也需要
在复杂的话语市场中，克服陈旧的观念体系或知
识体系，以获得善治的话语体系。只有话语被运
用到实践当中，转化为革命性、制度性的力量，
符号才能获得治理环境的物质性力量。因而，环
境符号化治理的问题不仅只是表征问题和修辞问
题，而且也是一种话语实践问题，它需要获得制
度性的物质力量才能实现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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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otizing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Topics: Theories and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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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not only about nature, but also about ideas and society. Signs can represent nature,
spread ideas, and resolve conflicts. Representation ca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identification, semiotic Rhetoric ca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 and discourse ca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ower. Accordingly, th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topics is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ublicness through proper name to bring environ-
mental issues into the public's view;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negotiation and legitimacy through rhetorical controversy;
and to transform power into knowledge through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o realizing the natural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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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ing " Pollution" : TheGeneration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Discourse IdeasHistory

Zhu Yajing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s and identity systemof mo dern society.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the core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logic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development" to review the ide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is the key concept and also the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the text analysi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ctually accompanied by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 of Chi-
na's social concepts. The argument claims of whether "pollution" is a technological "waste" or a "defect" of social
structure, us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al emotion resources to generate a discourse network connec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scientific discourse, cultural discourse, ethical discourse etc. This "concept - social order"discourse opera-
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hina's local practice has invented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which
led by government and participated bymultiple soci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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